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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哲学精神价值的人学语义
朱荣英

（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摘　要］中国古代哲学始终把目光投向人类自身理想价值的实现上，其中蕴含的人学语义是哲学
研究的核心要义。与人生世事相联系、与社会伦理相牵挂，是中国哲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在中国哲学“以人为本”“健生尚动”“勇于实践”“利群利他”等基本精神中，处处彰显着鲜明

的主体心态和厚重的人学意涵。同样，在价值取向上，中国哲人也将价值观与人生观进行整合，把

对现实人生道路的积极探索与对终极理想的价值关怀结合起来，将找寻安身立命之本、成就完满理

想人格、倡导经世致用之志，确立为自己实现内在超越的人生目标和治学的根本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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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地，哲学的时代性与民族性是内在统一、息
息相关的。哲学既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是民族精

神的精华；既是时代文明的活的灵魂，也是民族精神

生生不息的活的灵魂。哲学是文化系统的核心，文

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主要标志，而哲学认同则是民

族认同的关键环节。中国古代哲学的智思之流，可

谓源远流长，千百年来早已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民族

传统和精神风貌，其中包括自己特有的民族风格、社

会心理、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今之莘

莘学子，唯有穷年累月地“入乎其中、出乎其外”，才

能尽究其意、体察三味并领略其独特之处。相比之

下，科学则没有这个特点，譬如数理化就不分国籍，

正所谓“科学无国界”。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印度

哲学差别甚大，既有“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

本精神”“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以意欲

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三种路向”之

分［１］，又有“罪感”“苦感”“耻感”的文化之别［２］。

耻感文化是儒家文化的精髓之一，强调“羞恶之心，

义之端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３］（Ｐ１３５），将“礼”

“义”“廉”“耻”称为“四德”，当作为人处世之根本、

人生价值之尺度。孟子认为，君子应“仰不愧于天，

俯不怍于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

矣”［３］（Ｐ１３５）。宋理学家朱熹说，“人有耻则能有所不

为”［４］（Ｐ１２８）。龚自珍将个人的知耻与国家的兴亡联

系起来，根据古人“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

的思想，指出“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无耻，士不知耻为

国之大耻”［５］。以耻感文化为精髓的中国古代哲

学，并非专注于形上玄想或者抽象思辨，亦非推崇超

验本体或神圣教义，而是主张“道不远人”，天道人

道乃一个道，天下一理皆从性起，万化一源皆是自

生；并认为哲学研究的根本旨趣就在于确立人人必

须恪守的价值原则和做人标杆。概言之，中国古代

哲学实质上就是一种最大意义上的人学。从总体上

把握中国哲学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中的人学语义，

对于强化“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突显当代人的主

体地位和担当情怀，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中国古代哲学之基本精神中的

人学语义

　　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重点是现实的人及其价值
理想，始终把其目光投向人类自身理想价值的实现。

人的价值、人的理想、人的意义、人的尊严是哲学研

究的中心问题，阐发其中蕴含的人学语义就成为后

人从事哲学研究的根本支点。即使是在不得不涉及

到自在的自然、遥远的彼岸、神秘的天道、抽象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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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时，中国古代哲人也总是结合人事而论之———就

人事而论自然、就人道而论天道、就人本而论上天、

就人伦而论鬼神，如此等等。与人生世事相联系、与

社会伦理相牵挂、与日常生活相羁绊，这是中国哲人

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根本旨趣在于“亦

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６］。笔

者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之基本精神中的人学语义集

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节用爱人、博施与民之人本精神
以人为本或者以民为本的精神，是中国古代哲

学的基本精神，也是最古老的人文精神之一。儒家

向来不问宗教神灵存在与否，也不关心与人无缘的

纯粹自然，它把人道、人事作为中心问题来考察，仅

就人事谈问题，彰显了一种强烈的人本、民本情怀。

如，当子路问鬼如何时，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

鬼？”当子路问死如何时，子曰：“未知生，焉知

死？”［７］（Ｐ１４１）孔子对人生彼岸的事总是避而不谈、讳

莫如深，“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

神”［７］（Ｐ８５）。他关心的是教人如何积极地做事、如何

做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他教人要学而不厌、诲人

不倦，注重修养、严于律己，认为“人不知而不

愠”［７］（Ｐ１）乃“入德之门、积德之基”。他要人知孝

悌、讲诚信，认为孝悌乃为仁之本，君子要务本，本立

而道生。他强调：三省吾身、忠而相谋，与人交厚、敬

事而信，节用爱人、使民以时，博施与民、而能济众。

可见，儒学是以人事讲“仁学”，换言之，仁学是儒学

思想体系中的人本核心与精神实质，把“成仁”视为

人生理想的终极目标，甚至把它看得比生命更重要，

认为“朝闻道、夕死可矣”［７］（Ｐ４４），大凡志士仁人，无

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当然，儒家的人本论实

际上后来发展成为一种民本论，在孟子看来是“民

贵君轻”，在荀子看来是民能载舟、亦能覆舟，国家

要想长治久安，必须“平政爱民”“隆礼敬士”“赏贤

使能”。《大学》中总结道：大学之道在于明德新民、

止于至善，而唯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才能施行仁

政，做到修齐治平、内圣外王。

２．坚忍不拔、自强不息之健生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３］（Ｐ２６６）《周易》中

的这句话最能体现中国哲学之积极进取、崇尚健动

的思想品格。这一点与西方古代哲学讲的“万物皆

流、无物永驻”的思想，可谓异曲同工。古希腊哲学家

赫拉克利特曾讲“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而

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７］（Ｐ１１５）。可

见，二人都将宇宙万物的生成变化视为一个流迁不止

的运动过程。但是，二者所不同的是，中国古代哲学

不是一味讲自然宇宙的自发生成，而是更强调人在

宇宙生成中的人学意义。《周易》认为“天地之大德

曰生”［３］（Ｐ２８２），《易传》认为“生生之谓易”［３］（Ｐ２８４），生

生精神或者生命意识是中国哲学特有的做人原则，

它激励人要自强不息、尚健尚动、奋发进取、直面人

生。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无论面临何等艰难险阻

和坎坎坷坷，都要至诚无间而百折不回、为穷所困而

百折不挠、意志所向而一往无前、愈挫愈奋而再接再

厉。我们坚信，只要恪守这种生生精神，实现“一跃

而登中国于富强隆盛之地”，迎来中华民族突驾神

驹而快速腾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就

不会遥遥无期。

３．实事求是、亲历亲为之实践精神
中国古代哲学强调，修学好古而实事求是，注重

实践而历练人生。在知行关系问题上，中国古代哲

学强调知行合一、知行并重，学以致用、建功立业。

孔子认为，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诵诗三百，受之

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

为？”［７］（Ｐ１７０）荀子认为，知行一如、不可两离，“不闻

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

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

人”［８］（Ｐ７８）。墨子也强调知行合一、行重于知，认为

“言必行，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如果

“务虚言而馁行，虽辨必不听”，人人都要“赖其力者

生”，“强力以从事”［９］（Ｐ５４）。以后的中国哲人，如王

充、王阳明、王夫之、颜渊等，都强调习行并重、实践

第一，无论学习抑或做事，只要“日见之”，“日为

之”，就可“无不能”，“无不巧”。人人都要在做事上

磨练、在实践处建功。“有即事以求理，无立理以限

事”［１０］；人之为学，若仅仅心中能思、口中能谈，虽尽

有千百义理，不能身行一理之实，学了又有何益？故

而，人们只可向习行上做功夫，不可向语言文字上着

力；只要常常习而行之、笃而行之，“亲下手一番”、

亲历亲为，就能无为而无不为、无往而无不胜。

４．设身处地、推己及人之利他精神
中国古代哲学非常重视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倡

导克制私欲、利民为他，时时为他人着想，处处替苍

生挂怀。譬如，墨子就推崇“兼相爱、交相利”，“若

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

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

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

乎？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

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

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

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若使天下

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

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９］（Ｐ５６）。故而，墨

子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兼相爱”的亲亲

利他的和睦关系，每个人都应该出于爱心而关爱他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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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种爱心势必得到回应而互相关爱。在他看来，

“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爱人者，人必从

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

之”［９］（Ｐ９７）。这就是说，无言而不应，无德而不报，投

我以桃，报之以李，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

恶也。道家也非常重视利他思想，把顺应民心作为

自己哲学思考的归宿，认为圣人并不考虑自己的私

利，而是以感念苍生为己任。老子曰：“圣人无常

心，以百姓心为心。”［１１］（Ｐ５２）但他批评说，天道是最公

平的，处处为别人考虑，而人道则最失公允，总是为

自己打算。“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

然：损不足以奉有余”［１１］（Ｐ６８）。老子认为，若失去利

他之心，“是谓道夸”而“非道也哉”。儒家更是强调

利他精神，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７］（Ｐ７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７］（Ｐ１５５）等。

此外，阴阳互补、相生相克、盛极必衰、物极必反

之思辨精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与人为善、和合圆

融之包容精神，尊重民意、忧国忧民、修齐治平、内圣

外王之入世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

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开拓精神，“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担当精神，“富贵不能

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精神，杀身

成仁、舍生取义、重义轻利、顾全大局之家国精

神……同样显现了中华民族专有而独特的优秀心理

素质和高尚精神风貌，处处彰显着“以人为本”“民

贵君轻”的主体心态和人学精神。鉴于学界对此已

论及甚多，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二、中国古代哲学之价值取向中的

人学语义

　　从上述可知，中国古代哲学常常结合人事讲智
慧、融世界观和人生观于一体，在其基本精神中充满

了丰富的人学语义。无独有偶，在中国古代哲学之

价值取向上，同样把价值观与人生观“合二为一”，

把对现实人生道路的探索与终极理想的价值关怀结

合起来，其中蕴含的人学精神同样流光溢彩。中国

哲人从不企慕超验的彼岸世界、从不诉求各种灵异

的庇佑，其治学的根本目的在于追求、创造、获得与

实现人生价值和人生理想。现实地、全面地对人生

价值的期盼与落实，从人的实际生活出发对人生价

值做出最高意义上的理解，从世界观的高度将人生

观和价值观推崇为普遍的哲学范畴，是中国古代哲

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古代哲学将个人价值、群

体价值与社会价值、人类价值高度统一起来的关键

在于，作为创造价值的主体自身必须成就一种非凡

的理想人格、卓越的精神气概（浩然之气）。这就决

定了中国古代哲学精神深处具有一种内在超越的价

值路向，认为研习哲学的真正旨趣在于，认识世界以

范导人生，把握社会以成就自我。中国古代哲学实

质上就是一种以启迪人生为基本主题的人生修养哲

学，它特别强调捍卫人的尊严、凸显人的价值、争取

人的利益、拔高人的地位。儒家以天、地、人为“三

才”，认为“三才之道”的核心是如何做人；道家以

天、地、人、道为“四大”，深信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是

“四大”之根本；佛学倡导“直指人心”，佛性须向性

中作，莫向身外寻，人生价值须向内诉之于完美人格

的理想塑造。在如何才能“长生久视”、获得永乐的

问题上，在如何才能修身养性、塑造完美理想人格问

题上，中国古代哲学强调最佳的养生之道是通过

“天人合一”的路径，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

为一”的理想境界。从儒、道到法、墨，从先秦诸子

到明清诸贤，人学一统，概莫能外。格致正诚、修齐

治平，乃平生之所愿；知天事天、乐天同天，乃一世之

所求。凡中作圣、尽职尽伦，以确定人生价值取向、

找寻安身立命之本。成就完满理想人格、倡导经世

致用之志，既是中国古代哲人所追求的人生主要目

标，也是其治学的根本宗旨。

相比之下，西方宗教哲学关注更多的是彼岸和

神域，他们向往的人生理想境界是“人神合一”或者

与上帝“溟会”，他们心目中的价值取向是成为“上

帝的选民”。基督教认为，人类始祖亚当与夏娃因

偷吃伊甸园里的智慧之果而犯下原罪，因而，每个人

只有对上帝虔诚地祈祷，力行“十诫”（除了上帝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和敬拜偶像，不可

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当守安息日为圣日，当

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

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别人妻子和财物），才能识得

“圣父圣子圣灵乃是三位一体”之宗旨，从而洗清原

罪、道成肉身、重返伊甸园而获得真福。但是由于人

生来就有这种原罪，此外还有违背上帝意志而犯下

的种种“本罪”，人不能自我拯救，而要靠耶稣基督

的救赎才能超凡入圣、实现终极价值理想。“原罪

说”及其“罪感文化”强调，上帝代表爱，而爱就在每

个人心中，上帝泛爱众生、爱无差等，因而能够“因

信称义”，认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上帝的选民，只要

凭自己真诚的信仰就可获得心灵救赎。但是，它又

认为必须聆听上帝的灵异之音才能达到人神相通，

必须依靠上帝的恩惠和神谕（神秘的启示和感召）

才能获得重生和永生，得到与天齐一的永福；认为人

若不信或不思悔改，就会受到上帝的处罚，要在地狱

里受煎熬；相信世界末日的价值审判，认为无罪的人

将进入天堂，而有罪者将下地狱。西方宗教哲学推

崇神学语义而贬低人学理想，否定现世人生幸福和

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选择了一条外在超越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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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人们放弃当下的价值追求，只有洗心革面、重新

做人，才能通往神域、与天同寿。与之同出一辙，印

度佛教也认为，人一出生就落入苦海之中，命中注定

要经受生老病死等九灾十八难、千百苦乃至“无量

苦”的种种折磨与烦扰。现世的人生是不值得留恋

的，因为处处充满着各种灾难；人生价值理想在此岸

是永远无法实现的，因为每个人都是欲壑难填。但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与当下人世遥遥相望的就是佛

国净土，只有泯灭目前的人生价值而真心皈依佛门，

才能摆脱苦难人生的各种羁绊，跳出三界外不在五

行中，定惠双修、证成佛果，进入涅?寂静、常乐永生

的极乐世界。

与之相反，中国古代哲学的价值取向强调自我

超越，积极肯认现实人生价值，并强调人性中原本存

在着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内在依据，反对西方或者

印度那种泯灭人生理想和借助超验神灵而获救的意

义诉求。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道既是宇宙万物的

终极本体，也是做人的价值原则，自然之天就是义理

之天，天理不在万物之外，亦不在人伦日用之外，这

就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涵义。［１２］换言之，中

国古代哲学强调万物本体与价值原则是内在统一

的，正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即世间而出世间”。

譬如，孔门仁学就强调完全凭借主体自己的理性自

觉，就能保证人的价值的自我实现、人的精神境界的

自我提升。孔子认为，修己成仁完全是自觉自愿的，

而非外力强迫或者约束所致：“我欲仁，斯仁至矣”，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７］（Ｐ４４、Ｐ２２５）孟子认为，“仁

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３］（Ｐ１８２），并强调

追求自我完善的“为己之学”的正当性，反对出自功

名利禄之心的“为人之学”。后来，荀子进一步发挥

了这种思想，认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

犊”［８］（Ｐ２）。在孟子看来，每个人生来就有仁义礼智

的“善端”与“善苗”，不虑而知为良知，不学而能为

良能，良知良能为万善之源、做人根本，正因为存在

这种“善苗”，才使得人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

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善之“四端”。人之所以异于禽

兽，就在于人有这种“善端”与“善苗”，君子因为存

之、蓄之、养之而成为君子，庶民因为去之、弃之、贱

之而成为庶民，只要有这种求善的价值自觉与理性

自省，“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人都可以在凡中作圣，

人生价值及其理想人格就能自我生成、自我实现。

此外，在实现人生价值路径问题上，中国古代哲

学同样强调“内化”而非“外铄”，主张自我提升而非

外在超越。孟子发挥了孔子“为仁由己”的思想，认

为“尽心”“知性”就能“知天”，每个人只要尽量扩

充自己原本就有的善之“四端”，就能够真正领悟做

人的价值与意义；而把握了人的纯善本性与价值理

想，就能达到“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的

最高境界；唯有进入这种境界才能“反身而诚、乐莫

大焉”［３］（Ｐ２０３），最大化地实现人生意义和价值理想。

此后，从朱熹的天下一理、谁“禀得来，便为我所

有”［４］（Ｐ２３５）的价值愿望到陆九渊的“万物森然于方

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１３］的人学

主张，再从王阳明的“心即理”“不须外面添一

分”［１４］的人生觉解到中国禅宗的“心性本净”“心性

本觉”“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的人

性结论，大都秉承了人生价值自我生成与自我实现

的理路和方向。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理”

“心”“性”于外虽是具有主宰意味的“自然之天”或

“义理之天”，但是，于内则又是做人的价值之维、意

义之源、生命之基，每个人只要克己复礼、乐善不倦，

识得本心、反身而诚，就能内在超越、获得“天爵”，

超凡脱俗、成圣成贤。中国虽没有外在地主宰人生

命运的宗教信仰和偶像崇拜，但具有自我捕捉生命

价值和人生意义的内在依据和终极关切，这实属中、

西哲学之根本差别之一。［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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